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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理选择增殖放流种类是实施增殖放流的首要环节, 也是确保增殖放流效果的前提条件。以恢复自然生态系统

为目标的增殖放流种类甄选是未来的研究重点。本研究采用数量与生物量累积曲线法(ABC 曲线), 通过分析 2013—

2015 年春季和夏季崂山湾鱼类与游泳生物群落结构的稳定性, 探讨增殖放流品种的甄选, 研究发现: (1) 2013—

2015 年春季和夏季崂山湾鱼类群落结构都相对简单, 稳定性差, 基本处于扰动状态; (2) 2013—2015 年春季和夏季

崂山湾游泳生物群落结构较鱼类群落结构相对复杂, 稳定性较好, 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3) 崂山湾鱼类与游泳生物

群落结构稳定性年度与季度对比发现, 双斑蟳(Charybdis bimaculata)和口虾蛄(Oratosquilla oratoria)、口虾蛄和三

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分别在春季和夏季崂山湾游泳生物群落结构中起着重要的维稳作用。总体而言, 

崂山湾鱼类生物群落结构变化大, 相对简单, 虾蟹类丰富了该水域的渔业资源, 使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相对更合理, 

甄选该海域增殖放流品种时应重点考虑。实践证明青岛市每年春季在崂山湾放流的三疣梭子蟹, 增强了该海域夏

季游泳生物群落结构的稳定性。本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旨在为水产生物增殖放流种类的甄选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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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捕捞、水体污染和工业化开发等人类活

动已导致世界上多数国家海洋渔业资源出现严重

衰退现象, 增殖放流是近海渔业资源短期恢复的

有力措施。据不完全统计, 2011—2016 年, 20 个国

家共放流了 187 个品种[1]。截至 2018 年, 世界沿

海 80 多个国家开展了约 200 个物种的增殖放流, 

但绝大多数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Lee 等[2]综述

了 2018 年来全球 160 多个人工鱼礁的研究概况, 

发现人工鱼礁的建设目的已从增殖渔业转移到恢

复海洋生态系统。 

国外诸多专家提出海洋牧场建设的终极目标

是恢复生态系统, 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

来重组生态系统食物网结构和功能以达到恢复生

态系统的目的[3-10]。Ziemann[3]呼吁应重视衰退渔

业的自然补充; Loneragan 等[7]认为澳大利亚不同

海域的海洋牧场应有不同的增养殖策略, 有的重

在种群恢复, 有的应重视生态系统建设; 韩国于

2014年将单纯的资源增殖调整为恢复生态系统的

增殖放流[11]。日本作为栽培渔业发展最成熟和完

善的国家, 于 2013 年否定了其自 1963 年开始已

实施 50 年的“栽培渔业”研究成效, 目前已将过去

“一代回收型”的栽培渔业理念改为“资源造成

型 ”[12]; 并于 2015 年开始在西濑户内海实施

Satoumi 计划, 即在人工鱼礁区增殖放流洄游范

围大、跨海域分布的苗种, 通过放流种的溢出效

应建立与周边水域自然营养流通道以达到恢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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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的目的[8]。日本 Tanaka 等[8]提出海洋牧场

的人工鱼礁与增殖放流不仅要恢复商品渔业资源

种类, 更要增强牧场初级生产力和各种群补充量, 

以恢复牧场及其周边海域的生态系统。国内目前

在增殖放流如何增强与恢复放流海域生态系统结

构与功能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数量和生物量优势度曲线 (abundance and 

biomass curves, ABC), 通常用来监测干扰对底栖

无脊椎动物群落的影响[13]。ABC 曲线法具有生态

学中 r选择和 k选择的理论基础, 可用来比较分析

不同捕捞历史状况下和不同干扰情况下渔业资源

群落的反应, 因此可作为一种基于生态系统渔业

管理的基本方法。应用 ABC 曲线法分析人为干扰

对各种渔业资源群落的影响, 可确定生物群落受

干扰的程度。近年来, 随着分析手段的不断加强, 

ABC 曲线法在鱼类及整个渔业资源研究中的应

用越来越多[14-15]。本文通过对比分析 2013—2015

年每年春季(5 月)和夏季(8 月)崂山湾鱼类与游泳

生物群落结构稳定性的时间格局, 尝试从渔业资

源群落结构稳定性的角度, 通过放流种类是否具

有稳定放流海域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的功能来筛选

增殖放流种类, 为放流种类的筛选提供另一依据, 

为重建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基本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13―2015 年每年春季和夏季的

渔业拖网调查, 调查区域为 36°N~36.6°N、120.6°E~ 

121°E (图 1)。渔业资源评估调查租用 14.7 kW 单

拖渔船, 采用底拖网, 网口宽 3.75 m, 高度 1.65 m, 

囊网网目 13 mm。每站拖曳 1 h, 拖速 3.0 节。所

有样品的处理、分析鉴定和资料整理和数据处理

均按《海洋监测规范》(GB 17378-2007)和《海洋

调查规范》(GB/T 12763-2007)规定的方法进行。 

1.2  分析方法 

渔业资源量的估算采用扫海面积法。应用数

量与生物量累积曲线法(abundance biomass com-

parison curves, ABC 曲线)及 W 统计值判断渔业资

源群落受干扰程度[11]。计算公式如下: 

 
 

图 1  崂山湾调查区域及站位设置 

Fig. 1  The sampling station in Laoshan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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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 为每小时取样面积内的渔获量, q 为网具

捕获率(底层鱼类 q 取 0.5,中上层鱼类 q 取 0.3), A
为网具每小时扫海面积(因本文进行年际间的比

较, 进行 D 计算时没有将 A 计算在内, D 最后单位

为 kg/h 或 ind/h)。公式(2)中, Bi 和 Ai 为 ABC 曲线

中种类序号对应的生物量和数量的累积百分比, s
为出现物种数。数量与生物量累积曲线 X 轴为物

种序号, Y 轴为物种生物量或数量的累积百分比。

生物量优势度曲线在数量优势度曲线之上表示群

落结构比较稳定, 受干扰少, 此时 W 为正; 生物

量优势度曲线与数量优势度曲线相交表示群落相

对稳定, 受一定程度的干扰; 生物量优势度曲线

位于数量优势度曲线之下, 表示群落处于严重干

扰状态, 此时 W 为负。基于 ABC 曲线, 通过对比

分析稳定群落结构稳定性的种类来甄选增殖放流

种类 , 通常在群落结构受干扰时未出现的种类 , 

而在群落结构稳定时出现的种类多为群落结构稳

定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春季崂山湾鱼类与游泳生物群落结构 ABC
曲线  

图 2 为 2013—2015 年 3 个年度春季崂山湾鱼

类与游泳生物数量与生物量的 ABC 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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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2015 年春季崂山湾鱼类与游泳生物群落结构的数量生物量曲线 

Fig. 2  The spring ABC curves of fish and ne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in Laoshan Bay during 2013–2015 
 

从图 2 可知, 2013—2015 年 3 个年度崂山湾

春季鱼类群落结构处于扰动状态 , 3 个年度的

ABC 曲线 W 统计值分别为‒0.52、‒0.16 和‒0.43。

2013 年和 2014 年鱼类群落的数量优势度曲线位

于生物量优势度曲线之上, 但 2014 年较 2013 年

鱼类群落结构稳定性有所增强; 2015 年鱼类群落

的生物量优势度曲线开始位于数量优势度曲线之

上, 随着鱼类种类序列的增加, 生物量优势度曲线

迅速位于数量优势度曲线之下。较 2013 年, 2014 年

崂山湾鱼类中个体相对较大的皮氏叫姑鱼(Johnius 
belengerii)、短吻红舌鳎(Cynoglossus joyneri)、斑

鰶(Konosirus punctatus)、黄鮟鱇(Lophius litulon)

和银鲳(Pampus argenteus)等生物量比例有所增加, 

小个体虾虎鱼的生物量比例大幅减少。短吻红舌

鳎生物量比例在 2015 年春季达到最高值, 致使其

生物量优势度曲线位于数量优势度曲线之上, 但

矛尾虾虎鱼(Chaeturichthys stigmatias)、中华栉孔

虾虎鱼(Ctenotrypauchen chinensis)和红狼牙虾虎

鱼 (Odontamblyopus rubicundus)等小个体生物数

量比例的大幅增加, 致使鱼类的数量优势度曲线

在第 2 种鱼之后就位于生物量优势度曲线之上。由

此可知, 崂山湾春季鱼类种群结构变化较大。 

2013—2015 年 3 个年度崂山湾春季游泳生物

群落结构处于相对稳定和轻微扰动状态, 3 个年

度的 ABC 曲线 W 统计值分别为 0.02、0.18 和

‒0.01。2013 年和 2014 年游泳生物群落的数量优势

度曲线起初位于生物量优势度曲线之上, 第 2 种游

泳生物后, 生物量优势度曲线位于数量优势度曲

线之上。2013 年春季双斑蟳(Charybdis bimaculata)

居生物量比例首位 , 其次为口虾蛄(Oratosquilla 
oratoria), 两者生物量比例分别为 22.11%和 21.75%; 

2014 年春季两者生物量比例的排位发生了颠倒, 

但生物量比例相对 2013 年都有所增加, 分别为

35.24%和 31.08%。2015 年双斑蟳和口虾蛄的生物

量比例仍占绝对优势, 分别为 35.89%和 21.72%, 

使得游泳生物群落的生物量优势度曲线开始位于

数量优势度曲线之上, 在第 4种游泳生物之后, 数

量优势度曲线开始位于生物量优势度曲线之上。 

2.2  夏季崂山湾鱼类与游泳生物群落结构 ABC
曲线 

图 3 为 2013—2015 年 3 个年度夏季崂山湾鱼

类与游泳生物数量与生物量的 ABC 曲线图。 

2013—2015 年 3 个年度崂山湾夏季鱼类群

落结构处于扰动和相对稳定状态。2013 年鱼类群

落的数量优势度曲线远高于生物量优势度曲线 , 

其 W 统计值为‒1.16, 群落结构都处于扰动状

态。2014 年鱼类群落数量优势度曲线开始位于生

物量优势度曲线上, 第 3 种鱼开始, 生物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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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曲线位于数量优势度曲线上 , 后期两者重合 , 

其 W 统计值为 0.13, 群落结构都处于相对稳定状

态。该年度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的数量

和生物量比例远高于其他生物, 都占首位, 分别

为 45.58%和 35.30%, 单位个体平均质量为 12.81 

g。因小黄鱼小个体数量太多, 鱼类总的生物量优

势度曲线仍低于数量优势度曲线。2015 年鱼类群

落的生物量优势度曲线开始位于数量优势度曲线

之上, 在第 2 种鱼后, 生物量优势度曲线立即位

于数量优势度曲线之下, 后期两者重合, 其 W 统

计值为‒0.50。群落结构都处于扰动状态。该年度

小黄鱼生物量比例大幅提高, 达 40.55%, 单位个

体平均质量较 2014 年夏季提高了 11.30%, 为

14.26, 使得生物量优势度曲线开始位于数量优

势度曲线之上。生物量紧随其后的小个体赤鼻棱

鳀 (Thrissa kammalensis), 其加入使得鱼类群落

的生物量优势度曲线立即位于数量优势度曲线

之下。 
 

 
 

图 3  2013—2015 年夏季崂山湾鱼类与游泳生物群落结构的数量生物量曲线 

Fig. 3  The summer ABC curves of fish and ne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in Laoshan Bay during 2013–2015 
 

2013—2015 年 3 个年度崂山湾夏季游泳生物

群落结构处于扰动和相对稳定状态。2013 年游泳

生物群落的数量优势度曲线远高于生物量优势度

曲线, 其 W 统计值为‒0.78, 群落结构处于扰动状

态。2014 年游泳生物群落数量优势度曲线开始位

于生物量优势度曲线上, 第 2 种游泳生物开始, 

两者重合, 第 6 种游泳生物后, 生物量优势度曲

线位于数量优势度曲线之上, 后期两者重合, 其

W 统计值为 0.08, 群落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2015年夏季崂山湾游泳生物群落生物量优势度曲

线开始远高于数量优势度曲线, 第 12 种游泳生物

之后, 2 种优势度曲线开始重合, 其 W 统计值为

0.77, 群落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3  讨论 

目前国内增殖放流通常选择种苗培育技术成

熟、能够大批量培育, 而且培育成本低、生长快、

经济价值高的土著种类, 以缩短拟放流海区的食物

链, 提高海区的资源量, 达到资源增殖的目的[16]。

但增殖放流后, 放流海域种间生态关系的匹配及

群落结构的稳定研究相对较少, 而这恰好是生态

放流的关键所在[17]。目前国外增殖放流分为 3 种

类型, 即增加资源量放流、改变生态结构放流和

生态修复放流[18]。 

3.1  崂山湾鱼类与游泳生物群落结构稳定性 

对比发现, 2013—2015 年 3 个年度崂山湾春

季游泳生物群落结构较鱼类群落结构稳定性大大

增加, 分析两者的种类组成发现: 游泳生物种类

组成中 3 个年度生物量比例居前 2 位都为双斑蟳

和 口 虾 蛄 , 其 和 分 别 为 43.86% 、 66.33% 和

57.61%。2013—2015 年春季鱼类群落结构中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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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比例居前 2 位的分别为皮氏叫姑鱼和丝虾

虎鱼(Cryptocentrus filifer)、皮氏叫姑鱼和短吻红

舌鳎及短吻红舌鳎和皮氏叫姑鱼; 3 个年度中游

泳生物群落结构中种类生物量比例居前 2 位的鱼

类也分别是这几种鱼类, 但其在总游泳生物中生

物量比例排名分别第 4 和第 6、第 4 和第 5、第 3

和第 7, 排名有不同幅度的下降。甲壳类生物的加

入, 使得春季崂山湾游泳生物群落结构较鱼类群

落结构稳定性有所增强, 推测虾蟹类在崂山湾水

域可能起着较重要的生态维稳作用。 

对比崂山湾夏季游泳生物群落结构与鱼类群

落结构稳定性, 发现除 2013 年外, 2014 年与 2015

年游泳生物群落结构较鱼类群落结构稳定性大大

增加。2013—2015 年夏季崂山湾游泳生物种类组

成中, 生物量比例居前 2 位都为甲壳类生物, 分

别为口虾蛄和戴氏赤虾(Metapenaeopsis dalei)、三

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和口虾蛄及口

虾蛄和三疣梭子蟹, 两者生物量比例之和分别为

38.27%、44.38%和 53.26%。3 个年度鱼类群落结

构中种类生物量比例居前 2 位的分别为小眼绿鳍

鱼(Chelidonichthys spinosus)和短吻红舌鳎、小黄

鱼和斑鰶(Konosirus punctatus)及小黄鱼和赤鼻棱

鳀; 同期游泳生物群落结构中种类生物量比例居

前 2 位的鱼类也分别是这几种鱼类, 但其在总游

泳生物中生物量比例的排名分别第 6 和第 7、第 3

和第 5、第 4 和第 6, 排名有不同幅度的下降。与

春季一样, 随着甲壳类生物的加入, 夏季崂山湾

游泳生物群落结构较鱼类群落结构稳定性有所增

强, 推测判断虾蟹类可能加强了崂山湾渔业资源

种类生物量与数量的合理分配, 在崂山湾水域起

着一定的生态维稳作用。2013 年夏季崂山湾游泳

生物群生物量比例居前 2 位的口虾蛄和戴氏赤虾

基本为当年补充群体, 其单位个体平均质量较小, 

为 5.66 g/ind, 较 2014 年与 2015 年居前 2 位生物

的单位个体平均质量 44.39 g/ind 和 53.26 g/ind 大

幅下降, 导致其群落结构稳定下降。 

时间变化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 自然

和人为的干扰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使生态

系统处于一种过渡状态, 其格局和过程发生变化, 

造成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破损[19-21]。生态系统演替

的时间尺度不一[19, 22-24], 已有的生态系统结构与

功能变化研究通常集中于中小时间尺度的演替 , 

长时间的物理环境变化与极长时间的生物进化研

究相对较少。戴本林等[25]借鉴河流与湿地生态系

统时间尺度的分级, 初步明确了近海生态系统健

康评价的短、中、长、极长时间尺度, 认为短尺

度时间为天与季节, 研究内容多集中于水质、底

质、生物、栖息地与生物残毒等内容; 中尺度时

间为一年或几年 , 研究内容多集中于海岸带状

况、海域面积、景观、降雨量、年径流量和淡水

输入量等内容。 

通常认为食物的可获率和被捕食概率是影响

种群动力学和物种演替的主要原因之一[26]。Brodeur

等[27]研究了美国华盛顿和俄勒冈州沿岸上升流区

域的食物网结构, 并比较了 4 年间(1981—1984)的

变化情况 , 发现食物网发生了很大的年际变化。

本研究时间序列相对较短, 为 3 年, 有时间序列

上的年间纵向与横向对比,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

崂山湾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的变化, 如能对崂山湾

及其周边海域的渔业资源的长期变化情况进行综

合分析, 研究结果将更加科学合理。 

3.2  崂山湾放流种类与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稳定性 

通常稳定的群落包括各种形态及各种门类的

种类, 而受扰动群落, 物种多样性低, 即使物种

多样性可能相同的两个群落, 其多样性等级水平

也可能不同, 抗干扰能力也不同[28]。水生生态系

统内特定群落结构, 特别是鱼类的群落结构, 反

映了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28]。崂山湾鱼类群落结

构相对简单, 季节与年际变化较大, 虾蟹类丰富

了该水域渔业资源的群落结构, 使得崂山湾渔业

资源群落相对更合理, 更稳定。究其原因, 可能是

甲壳类生物群体的加入, 局部改变或降低了群落

内的捕食压力, 具体原因有待系统深究。 

研究发现甲壳类生物有助于增强崂山湾渔业

资源群落结构, 可考虑增殖放流甲壳类生物; 目

前 崂 山 湾 主 要 放 流 中 国 对 虾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和三疣梭子蟹。本文对比了 2013—2015

年 3 个年度春夏两季鱼类与游泳生物 ABC 曲线、

W 统计值及其种类贡献的时空格局, 可以看出不

管是春季还是夏季, 游泳生物相比鱼类, 其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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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各年度稳定性基本上都大幅增强; 仅 2014 年

夏季鱼类群落结构稳定性高于游泳生物, 但两者

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研究包含同期的横向与同

区的纵向比较, 可排除洄游种对群落结构稳定的

干扰, 研究结果体现了三疣梭子蟹在崂山湾海域

渔业资源群落结构中可能存在维稳功能。 

李增[29]统计评估了山东半岛南部靖海湾、五

垒岛湾、乳山湾、丁字湾、崂山湾和黄家塘湾等

海湾 2010—2013 年三疣梭子蟹的增殖放流效果, 

发现山东半岛沿线海湾是适宜的三疣梭子蟹放流

地点, 放流群体的加入对海区三疣梭子蟹的恢复

起了关键作用, 成为资源群体的主体, 其年回捕

量约为 5897.26 t, 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李增

等[30]详细分析了 2012 年山东半岛南部沿线此 6

个海湾渔业资源丰度生物量曲线变化, 发现三疣

梭子蟹增殖放流后, 6 个海湾渔业资源群落结构

发生了变化, 群落结构受干扰程度由重度干扰变

为中度干扰, 群落结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

改善。其中崂山湾生物均匀度指数由放流前的最

低增长为放流后的最高, 生物多样性指数也有一

定程度的增加。结果也验证了三疣梭子蟹在崂山

湾海域渔业资源群落结构中可能存在维稳功能。 

研究证实鱼类群落结构的变化能反映生态系

统的退化程度[31-32], 更多研究发现在干扰小, 相

对稳定的生态系统中, 底栖生物和肉食性生物的

存在比例要远高于严重受干扰, 有所退化的生态

系统, 且随着干扰退化的加剧, 营养结构中的高

营养级肉食性生物, 将首先消失, 其后依次是底

栖生物食性的生物、浮游生物食性的生物和杂食

性生物, 即底栖生物对生态系统退化与失调的耐

受能力要高于大多数高营养级的肉食性鱼类, 更

能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31, 33], 特别是底栖

生物中大型底栖无脊椎生物在一定程度更能反映

生态系统受干扰退化的程度[34-35]。人类活动与外

界环境的变化, 能改变水体沉积物的氧化还原反

应, 进而影响其营养流, 这种影响迅速直接, 加

之底栖生物对环境扰动的高耐受性, 当底栖生物

的群落结构发生大幅度变动时, 其所处生态系统

已发生大幅度的变动[35]。本文研究结果在一定程

度上也证实崂山湾的底栖生物能维持其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 

诸多研究证实增殖放流种类在一定程度上能

改变或增强渔业资源群落结构。Tomiyama 等[36]

提及日本福岛县 1996 年牙鲆(Paralichthys oliva-
ceus)增殖效果的下降, 其中之一的原因是没有考

虑其种群动态。Han 等[37]通过 Ecopath 模型能流

分析发现, 尽管胶州湾的初级生产力较高, 但大

量的贝类养殖削减了初级生产力对渔业资源的生

产支持; 林会洁等[38]发现海洋牧场不同的增殖种

类会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 李朝文等[39]发现在马

鞍列岛海洋牧场同时增殖褐菖鲉 (Sebastiscus 
marmoratus)和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会影

响其生态系统稳定性; 宋普庆等[40]研究发现 2013

年 前 后 几 年 福 建 三 都 澳 海 湾 放 流 了 大 黄 鱼

(Pseudosciaena crocea)、中国对虾、鲈(Lateolabrax 
japonicus)、曼氏无针乌贼(Sepiella maindroni)等增

殖种类, 但只有大黄鱼资源量有所恢复, 且在维

持游泳生物群落结构稳定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沈新强等[41]采用群落结构测度公式、群落的季节

更替指数和迁移指数, 调查发现增殖放流的大黄

鱼和三疣梭子蟹有效增加了杭州湾增殖放流海域

群落多样性, 改善了渔业资源的群落结构。 

4  小结 

目前崂山湾水域主要放流中国对虾和三疣梭

子蟹 2 个品种。李忠义等[42]和袁伟等[43]分别就基

础饵料生物丰度、生长拐点、最大日体重增长量、

日平均增长速度、渐近体长与开捕体重等生长参

数, 及放流群体与自然群体的比例, 验证了崂山

湾适宜中国对虾生长 , 是适合的中国对虾放流

点。因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拖网调查结果, 捕捞不

到足够的中国对虾; 另黄渤海放流后的大部分中

国对虾在开捕后即被捕捞殆尽, 无法对自然群体

进行补充与恢复, 形成不放流就没有中国对虾可

捕的窘境, 来年补充群体资源量很少。本研究结

果难以确证其维持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稳定性的重

要性。中国对虾和口虾蛄的生活习性差不多, 口

虾蛄在崂山湾春夏季游泳生物群落结构中起着重

要的维稳作用, 如中国对虾在次年春季能维持一

定的资源量, 可能也会如口虾蛄一样, 在春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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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生物群落结构中起着一定的维稳作用。本研

究证实了崂山湾三疣梭子蟹有助于增强其渔业资

源群落结构, 因此在崂山湾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品

种甄选中, 可重点考虑三疣梭子蟹, 后期需确定

其适宜的增殖容量以高效稳固渔业资源群落结构

的稳定性。 

合理选择增殖放流种类是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中的首要关键环节, 是确保增殖放流效果的前提

条件。Post[44]研究发现群落结构的历史状况、资

源可获率、捕食与被捕食关系类型、生态系统波

动程度及生态系统大小等一起影响食物链的长度, 

且存在时间和地点的差异。之前研究没有将增殖

种类的甄选与放流海域渔业资源群落结构及生态

系统稳定性有机结合起来, 本文基于渔业资源群

落结构稳定性尝试探讨遴选崂山湾海域增殖放流

种类, 具有一定的科学参考价值。但目前 ABC 曲

线没有详细的干扰标准, 评价结果稍显粗略, 尚

需更多的研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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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ecting the right species to release for marine stock enhancement is not only the primary element of 
the practice, but also a precondition for ensuring positive effects. Selecting released species to restore ecosystems 
is the focus of future enhancement research. At present in China, the main species released for enhancement are 
those that can be mass cultured, with high economical value and low culture cost. These species are released in 
marine areas with short food chains and high resources. However,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matching inter-
specific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stabilit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in marine waters targeted for stock en-
hancement, which is key to the practice. Herein, we used the abundance biomass comparison curve (ABC curve), 
to analyze the stability of both fish and ne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in Laoshan Bay during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2013–2015, and further discuss the selection of species for relea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ish community 
structure in Laoshan Bay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2013–2015 was relatively simple and unstable, and in a 
disturbed state; (2) ne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was much more complex and stable than fish community structure 
during this time; (3) by comparing the annual and seasonal stabilit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of both fish and nek-
ton, we found that Charybdis bimaculata and Oratosquilla oratori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ne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of Laoshan Bay in the spring, but O. oratoria and Portunus trituber-
culatu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the summer. In conclusion, fish community structure in 
Laoshan Bay was relatively simple, but crabs and shrimp maintained the stability of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fishery resources. Crabs and shrimp should be given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when selecting species to release in 
this area. It was found that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released in Laoshan Bay every spring increased the stability of 
ne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during the summer in this area. The methods and results i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election of released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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